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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翻译考察（1966-1976）》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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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、北京市，100089）

摘  要：从史学写作规范和专业知识角度，按照章节顺序，对中国文革时期翻译的断代史

新著《中国翻译考察（1966-1976）》，进行批判式分析和评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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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偶然在图书馆碰到李晶博士的专著《中国翻译考察》，改编自自己的博

士论文，是探讨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状况的第一篇博士论文，也是第一

部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翻译史学的理论专著。由于自己转行做语言史学和翻译史学

能看见有人做这一时期翻译史研究，很是欣喜。对历史课题，特别时政治意识形

态很强的历史时期，无人愿意问津，原因很简单，做历史课题研究费时费力不

说，成果少且没有经济利益，也不大受人戴见。

本书由崔永禄作的序、作者前言、主体、附录二则、参考文献、后记和作者简介

组成。为了便于了解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，故采用分章评述的方式进行。本著共

分六个主体章节，即：绪论、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概貌、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“人

本”研究、文革政治话语霸权下的译本特色、翻译的政治、结语。

第一章绪论交代了文革翻译史研究的缘起、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与方法。在

绪论的研究现状部分，作者的摘要工作做得比较足，甚至太多，评述不足，两

者比例严重失调；研究方法上，理论与方法略显混乱，其中质量量化分析很适

用，但西方翻译理论似乎与中国当时的文化现象并不相当，没有考虑到不同理

论的背景环境和适用范围，做史学研究最好运用史学研究方法，但在本著中尚

未得见。此外，第一章还有几个与措辞和逻辑有关的小问题，如“文革”极

“左”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露出端倪（2008:2），是什么导致的呢？

首先是翻译数量少。据笔者统计，……，翻译出版量呈历史最低点（2008:4；

6）是与哪个阶段的历史相比较呢？汉朝？明朝？元朝？民国？还是建国初期？

不得而知！这一时期，……的翻译队伍和“集体翻译”的方式应运而生

（2008:5）试问集体翻译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么？隋朝就有吧？但这两者性质一

样么？一个宗教，一个政治，但两者都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，而外在表现

和文化影响有所不同：一个较积极，一个较消极。最后，在本书 19页有霍恩比

的著作，运用的是二手资料，这本书国内还是很长见的，做史学最好用第一手

资料。

第二章（“文革”时期中国翻译概貌）先交代了这一历史时期翻译所受影

响的三种局势（政治局势、外交局势和文艺动向），然后描写了译作出版的总体

状况和翻译活动的趋势特点。从这部分的阅读，我发现这部著作在史学著作元语

言和史学著作写作范式等方面的问题，虽然都不是很严重，但毕竟是问题，那

就需要给予重视。史学著述写作中，最好不要过多地运用成语和俗语，当然引用

除外，我说的是元语言，即用于阐述史实的语言，本著中，不免出现这种现象，

如：凌驾、登峰造极（2008：46）等，此其一；史学著作的任务是挖掘史实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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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是表面现象的历史动因，通常不止一两个，对其进行阐述、分析和解释时，最

好采用客观语言基调，不要主观成分与客观成分杂糅在一起，有损于史料的价

值，这一点不但在本部分，其他部分也很明显，此其二；史学著作中，最好不

要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厚，以免产生个人主观意识形态的倾斜，其具体体现则

在语词的运用，譬如就畸形（2008：34）来说，以什么作为评判的参照物？对

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怎么样是不畸形？不畸形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历史终归

是历史，是过去发生的存在物，对此，我们可以运用移情的方式，去与历史中

人去对话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对象的历史成因，进行挖掘、分析和解释，使

得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时间有个系统而清楚的认识，作者可以给予客观地评判，

但不允许有个人意志的参杂，此外，还有“极度凋零”（2008：35；36；44；
54等）和后来的“蒙上”（2008：110）、“语言暴力”（2008：110）等等，

此其三；史学著作的写作大多以描写、叙述为主，后加解释、分析、评论，以再现

历史，使读者对这对历史能有个相对清楚的认识，此其四。

关于史学著述的写作范式，在本部分体现得也比较突出，基本上可以有如

下三点：一，量化分析后没有对历史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和解释，因而历史问题

就变成了苍白的翻译问题，即质量化的理论实证问题，但是假设何在呢？二，

史学著述写作的逻辑问题，在 44页第三节第一段第一句，作者说“‘文革’时

期主流话语体系只讲马克思主义一种资源”似乎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吧？记得

第三章有引用说“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、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”，这说明什么

呢？马克思主义的根，能否代表毛泽东思想、列宁思想、斯大林主义的枝叶呢？

三，史学著述应能提示后人某段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开创性格局、首创及其对历史

的影响和意义，就文革时期翻译史来说，它也有首创，也有开创性格局，更有

独特的历史影响和意义，但是什么呢？

第三章（“文革”时期中国翻译的“人本”研究）研究了翻译的委托和组

织者---“赞助人”、翻译的主体---“译者”和翻译的目标受众---“读者”。从整

部作品来说，这部分的分析很重要，是体现这个历史时期翻译与政治关系的重

要体现，尤其独特的历史色彩，是中国所独有的，即使当时苏联有，也是有所

不同的（参见笔者苏联语言学汉译史分期，待发）。然而作者所用的是比较文学

中文化派倡导者勒菲弗尔的“翻译赞助人”理论，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

实施/布施主体（翻译者为操作主体）。运用这个理论也无可厚非，但首先要经

过厘定，说明东西间用法的不同或是使用环境的殊异，然而作者没有，而是在

本章第二节“翻译主体”的“译者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之间的权力关

系”的尾声才离定了“何为赞助人”，即：“赞助人是委托翻译、翻译出版并且

保证其能够发行的人。赞助人是译者的文本和他希望能够看到其作品的读者之间

的联系纽带。赞助人制约着译者的意识形态空间。如果译者不能将自己限制在赞

助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，那么，其翻译有可能无法达到其期待的读者，或者充

其量，其翻译只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让读者接受。”（2008：76）
如果仔细考察西方翻译情况，我们发现西方翻译关系中，大多是出版商担

当赞助人角色，而且翻译者是自愿加入这一翻译关系，而后才受到赞助人，或

曰翻译关系的束缚。还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存在委托人而不存在出版商的翻译关

系，通常这种翻译关系产生的译作为内部翻译，或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使用或流

通，这时委托人可以担当赞助人。不管发生那种情况，首先译者是自愿介入这一

翻译关系，然后才受制约于这种游戏规则；其次，译者受制约是因翻译关系中

的经济因素所导致的，譬如林语堂在美国做翻译，他的赞助人是赛珍珠，为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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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额，赛对林进行约束，因为经济因素林语堂受约束于赛氏，那么，在翻译活

动之前，林语堂是自愿与赛氏合作的。然而，文革时期的中国，这种翻译关系是

完全不同的，译者承担的是政治任务，是废物利用的角色，参与翻译工作，大

多没有自由、没有选择，更没有经济因素涉入，所以说只有政府、只有政治，出

版社、读者、译者都没有自由的决定全力，是呈现全程受约束的，这是文革时期

中国翻译史的一个典型的特点。正是由于作者无用了赞助人理论，这一历史时期

的翻译史特点被抹灭了，因而所产生的性质就不是翻译史研究而是翻译理论研

究了。

本章中部分内容完全可以拿来否定西方式赞助人在文革时期的存在，例如：

“‘文革’时期，类似这样大字本外国历史书，以及一些外国科学书，大多都

是在毛泽东的阅读下，作为政治任务翻译出版的，”（2008：62）这里毛泽东

是委托人么？是出版商么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他是赞助人么？如果他是皇帝的

角色，他肯定是，那么，他是皇帝么？“‘文革’时期，翻译大多作为一项指

定的政治任务，很少有个人的译作出版，大多数译作都是在高度组织下由翻译

小组集体完成的”（2008：65）这里面有赞助人的身影么？倒是能看出翻译主

体的线索（个人、集体、组织）。那么，文革时期有没有赞助人个案的出现呢？应

该有，但不应该占主流。譬如，“在‘文革’第二阶段，由尼克松访华带动……

有空的时候，翻译几篇文章，寄给上海的一家译刊，竟然发表了。”（2008：
66）其中，期刊可能算作赞助人，可是翻译过程中，他们有约束和赞助的关系

么？没有，而更多地应该看做自由翻译。

这部分是典型的运用西方翻译理论来套中国的现象，而不管政治意识形态、

翻译与政治和出版间的关系、翻译者与出版者、读者、任务部署者间的角色关系、

现实意义等，强硬地将西方的翻译研究范式，套在了具有独特历史色彩的中国

翻译研究上，抹灭了中国翻译的历史性。此外，本书引用太多，造成他人话语堆

积的现象，淹没了历史研究重考证、实证第一手材料的本质。如果有人愿意做量

化分析，可以把本书中可有可无的引用进行量化分析，其结果肯定是很惊人的。

第四章（“文革”政治话语霸权下的译本特色---翻译的文本变量考察）考

察了译本选择（外译中和中译外作品的内容和动机）、翻译策略（翻译形式、遣

词造句、加注删改和集体翻译与署名）和译作评论（译本解读和工农兵对译本的

阐释）。从历史文本考察的观点出发，这部分是最重的，涉及到的作品最多，也

是最难处理的。就当前的这部书稿而言，这部分给人感觉是摘录和罗列历史文本

的前言、序言、译者说明等的部分文字，缺少深入的分析、考证和归纳总结等工作

既然是要考辨文本变量，那就要求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文本分析，可是在

“文本的翻译形式”部分（2008：102），作者只是提出这个时期的翻译具有节

编、节译、选择和转译等，而没有具体挖掘文本，通过文本对比，用一定数目的

例证来说明这些翻译形式和策略（策略包括翻译的策划、文本的选择、翻译的过

程、译作的出版、读者的接受和译作的影响等）。同样，在“译文的遣词造句”部

分（2008：103），也没有深入文本分析，只是拿出几个句子，不痛不痒地说明

了一下，反倒是校注中蒋骁华的例证，更具有参考价值，更值得模仿，但对于

历史研究来说，是颇为费时费力的。

历史研究中，考证工作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部著作中，作者也做了一些，主要

在译作的搜集上，而在其他问题上，还略显不足。譬如，在“加注”为题上，作

者只是一味地罗列每个译者注都说了什么，这不是读者关注的信息，读者要关

注的是这些译者注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的？是脚注？还是尾注？还是文中夹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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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就可以按照这个进行分类叙述各自的演变、发展、特点与当前文革阶段的状

况（形式、内容和规范）。加注或曰注释，在中西古籍中早已有之，只是存在形

式不同而已。在中国古籍中，加注往往是以略小字号，出现在字里行间，这样的

行文规范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物中还有存在，后来收到西方翻译著作的影响，不

但保留了这种夹住，用于较短的说明、补充与前面词语相关的内容或是交代引用

文献的页码等，而且还出现了脚注，用于标出所引用作品的名称、出版等信息，

但早期这些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规范程度，带有典型的时代特征（具体请参见拙

文有关胡以鲁、林祝敔等语言学译介中的版式规范信息）。

历史研究中，面对大量的史实信息，要经过考证分析、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

的。譬如，作者对文革时期翻译文本中的删除现象进行分析，她采用的是罗列史

实信息，将不同性质的内容混在一起（如江青让人删除毛泽东作品中的注释，

属于私人恩怨或曰私欲所引起的），不免产生繁杂的感觉，不如将其总结分类

阐述。就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而言，不妨分为三类：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、以私

心为主的和以有伤风化为主的。此外，在“译本的政治化解读”和“工农兵对文

学阐释”部分，不妨将其细分为次类，按次类进行阐述、分析和说明，效果会更

好，否则有罗列史实的感觉。同时，也影响读者的阅读欲望。

第五章（“翻译的政治”---“文革”时期中国翻译的“本性”探索）探究

了“翻译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”、“双重权利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”和“翻译

活动的双重追求和潜在效应”，属于翻译理论研究范畴了。从这部分的论述，能

够看出作者的强项在理论研究，而不在历史研究，因而这部分基本上还是很好

的，只是“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、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文字转换活动，而是

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”（2008：137）这一句，如果从翻译史考究或从宗教史

考究，最早的翻译行为都多少跟宗教有关系，而且中国的佛教研究，开始也没

有什么政治因素涉入，而是后来政治因素才涉入的，为的大多都是江山与美人，

所以，历史研究著作中针对这样的措辞，是需要谨慎的。

第六章（结语）从“研究回顾总结”、“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翻译的定位”

“‘文革’翻译与西方译论：阐发与思辨”和“余论”等角度，对本著作进行

了总结性陈述。

从运用理论来看，本著与其说是历史研究，不如说是理论研究，而且是运

用西方翻译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意识形态的著作。这部著作中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其

西方理论的运用，也不在于其所作的分析，而在于其对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史料

的挖掘，尽管没有能够严格按照史学研究的范式来做，但这个瑕疵根本掩埋不

住其史料的闪光点。总而言之，本著作者能做这个，是对学界的一大贡献，是功

能无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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